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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
乡村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

李文辉,周 兴,钟锦玲
(南宁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广西 南宁530001)

摘 要:[目的]探讨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的协调水平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助力乡村振兴。
[方法]重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指标体系,应用TOPISIS模型测算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

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指数,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两者的协调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及集聚程度。[结果]①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乡村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部

>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且表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②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协调水平略

有提升,各省份已由濒临失调为主优化为初级协调类型为主,耦合协调类型呈“东高西低,中部以湖北省为

高值”的分布特征,西部初级协调类型呈由分散布局演变为集中排列的地理特征,优化趋势显著。③中国各

省份间耦合协调性 Moral’sI始终保持正值,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中部江西、安徽、河南成为区域极化中心,

西部与东北多为“L-L”型。[结论]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地域差异明显,随着

乡村振兴实施进程的加快,有逐渐均衡的态势。统筹推进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开展生态治理与修复和优化

产业布局是促进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高质量协调发展,缩短区域差距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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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CouplingRelationBetweenMulti-functionalUseofAgricultural
LandandRuralDevelopmentinChinaDuring2009-2018

LiWenhui,ZhouXing,ZhongJinling
(SchoolofNaturalResourcesandSurveyingandMapping,NanningNormal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ordinationlevelandspatiotemporalheterogeneitybetween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landuseandruraldevelopmentinChinawereanalyzedinorderto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
[Methods]Themulti-functionalagriculturallanduseandruraldevelopmentindexsystemwerereconstructed.
TheTOPISISmodelwasusedtomeasurethemulti-functionalagriculturallanduseandruraldevelopment
indexinChinafrom2009to2018.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andspatialautocorrelationmodelwere
introducedtoanalyzethecoordinationlevel,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agglomeration
degreeofthetwoindexes.[Results]① Themultifunctionalindexofagriculturallanduseandthelevelof
ruraldevelopmentinChinacontinuedtoriseovertime,andtheirspatialdistributionshowedthatthe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followedtheorderof“east>middle>northeast>west”,andimpliedatrendofbalanced
development.② Thecoordinationlevelofmulti-functionaluseofagriculturallandandruraldevelopmentin
Chinahadimprovedslightlyovertime,andallprovinceshadbeenoptimizedfromthenear-imbalancetypeto



theprimarycoordinationtype.Additionally,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couplingcoordinationtypes
were“highintheeastandlowinthewestwithHubeiProvinceasthehighvalueinthecentralpart”.The
geographicalcharacteristicsofprimarycoordinationtypesinthewestchangedfromascatteredlayouttoa
centralizedarrangement,andtheoptimizationtrendwassignificant.③ Moral’sIofcouplingcoordination
amongprovincesinChinahadalwaysbeenpositivewithahighdegreeofspatialagglomeration.Jiangxi,Anhui,and
He’nanProvinceinCentralChinahadbecometheregionalpolarizationcenter,whilethewesternandnortheastern
regionsweremostlylow-low(L-L)type.[Conclusion]Thelevel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of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landuseandruraldevelopmentinChinahasobviousregionaldifferences.Asimplementationof
ruralrevitalizationaccelerates,therehasbeenatrendtowardsgradualequilibrium.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ofruralland,carryingoutecologicalmanagementandrestoration,andoptimizingindustrial
layoutaretheimportantmeansforpromotingmulti-functionaluseofagriculturallandandhigh-quality
coordinateddevelopmentofruralareas,aswellasshorteningoftheregionalgap.
Keywords:utilizationofagriculturalland;ruraldevelopment;couplingdegree;spatialauto-correlation

  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时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驱使人地关系[1]、土地

多功能利用领域[2]、乡村内在发展动力[3]发生巨大

变化,致使乡村原有状态发生分异。伴随生态文明

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外的人口和资金等

要素下乡再流动、农用地传统“吃饭”功能的多维性转

变[4]、社会需求的多元性及乡村发展目标的升级更是

使乡村地域空间表现出显著时空异质性特征[5-6]。
此外,乡村地域在传统视域下被看作为具有粮食生产

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单一功能空间[6],随着中国经济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展存在的生态环境、经济

发展方式、农地资源利用结构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凸显,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中国乡村可持续发

展[7]。农用地作为乡村发展的本底资源,其多功能利

用方式是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路径[3]。因此,从
农用地资源利用要素、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因素出

发,正确认识不同地域空间农用地多功能利用和乡村

发展的协同关系,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8-9]。
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

乡村发展关系逐渐成为乡村地域研究的热点与难

点[5,10]。目前以乡村的内在潜力、制度创新、生态安

全为导向,学者从农用地集约利用[11]、使用制度[12]、
流转[13],多功能利用[2,10]及土壤安全[14]方面做了大

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而乡村发展主要集中于概念与

类型[9]、乡村重构与发展转型[15-16]、指标体系与评价

模型构建[17-18]、功能分异与格局[5-6]、农村现代化[19]、
城乡融合[20-21]方面,研究区域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

层面。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基于对乡村或农用地单

方面的利用变化、空间分布和作用机理进行探讨,且
侧重时序维度分析,少有空间上的连续定量研究,在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乡村土地开发利用要求更为严

格,现有成果对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互

动关系鲜有提及。鉴于此,本文基于实现乡村振兴、
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客观现实需求,深析农用地多

功能利用和乡村发展耦合作用机理,开展农用地多功

能利用和乡村发展水平测度,以期为农用地多功能利

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农用地多

功能利用结构与方式的优化及乡村发展方向与路径

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

振兴提供参考。

1 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
作用机理

  耦合(coupling)的概念原是指两个及以上的系

统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而形成一体化的物理学现

象[22],现已被广泛应用于乡村地理学、现代乡村问题

等众多研究中。乡村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一环,涵盖产业、资源环境、文化等众多要

素,与农用地多功能利用系统同为乡村地域的子系

统,两者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形成了农用地多功能

利用—乡村发展耦合整体(图1)。
(1)农用地多功能是其社会及自然属性与人类

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结合,具体体现为社会、生产、生态

安全三大功能。破解乡村空心化、城乡发展不平衡等

突出问题,是乡村发展的初衷和核心,农用地作为乡

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空间要素,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优

势,则可促进乡村人、地、财的流动,破除乡村发展的

关键痛点,助力乡村振兴。①农用地在其自然禀赋下

主要表现为生态安全功能,为乡村提供良好的自然条

件、污染净化、资源绿色安全利用保障、生态维持作

用,是乡村山清水秀与生态宜居的重要基础;②人类

在其需求影响下,进一步利用农用地,形成了多种农

用地利用结构,出现了多层次的农用地利用功能,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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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为生产和社会功能,生产功能可以为乡村提供

农产品、原料等物质基础,推进乡村产业链延伸,促进

产业集聚与机械化应用;社会功能则主要体现在保障

人类基本温饱,为乡村文化娱乐、公共服务等社会活动

提供空间场所,支撑乡村发展与就业,推动乡村生活系

统与人口水平向优发展。此外,农用地生产和生态安

全功能效应是乡村资源承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而资

源承载力决定该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承载限度。

图1 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耦合系统形成与作用机理

  (2)提升乡村发展水平是农用地多功能利用的

根本和目标,对于农用地多功能利用的全面实现起着

指引和导向作用。乡村的人口质量、产业结构、机械

化水平等对于农用地生产功能高效利用举足轻重。

①一定劳动要素的投入是农用地生产功能得以有效

发挥的重要前提,乡村人口老龄化、流动程度、就业水

平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农用地生产的可投入劳动力

质量;②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集

聚发展,将会持续提高农用地生产效率,增大农用地

产出效益;③乡村生态资源本底、村民素质的提高、
生态设施建设程度及环境治理与保护力度将直接或

间接影响到农用地生态安全功能效应的有效发挥;

④乡村“生活系统”中的乡风风貌、公共服务水平、村
民生活质量、村庄治理水平,与农用地“社会功能”相
互契合。

(3)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除受到两者

的相互作用外,还存在外部因素的作用。如自然本底

资源和地理区位条件、人口质量、新型城镇化、农业科

技进步、产业调整和主体功能区划等自然、社会经济

和政策因素,对两者及其两者的相互影响均会形成一

定的效应。①自然本底资源与地理区位条件良好的

地区会促进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推动产业发展,而条

件相对弱的地区,其乡村发展程度和城镇化水平通常

较差;②乡村人口质量下降将会阻碍农业生产劳动

力转移和乡村发展;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纵深发展,
城镇就业岗位增加,会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化转

移;而随城镇化发展的农业科技进步又将有效提升农

用地生产水平;④产业结构调整和主体功能区划对

不同地域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所形成的影

响各不相同,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限制开发区或禁止

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阻碍乡村产业的发展,而作

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引擎的重点开发区将推进农业

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乡村发展的提质增效。
总而言之,乡村发展使农用地多功能利用获得了

目标指向,而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效应完美契合了乡村

发展的内部需求,是提高乡村发展水平的重要路径。
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经过参与主体的驱动—响应

机制形成了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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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推动乡村系统可持续

发展。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遵循数据可获得性、完整性、实证结果有效性原

则,文章以中国30个省级单元(因数据缺失,港澳台

地区和西藏不计入研究范围)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

要来源于2010—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统计

公报作为补充,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通过插值求取。
此外,考虑到分地区探索更具实际意义,文章在分地

区讨论时统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

∥www.stats.gov.cn)2020年划分标准,将研究区划

分为东部(福建、广东、海南、山东、浙江省、上海市、河
北省、天津、北京市、江苏省)、中部(山西、安徽、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

治区、重庆市、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辽宁、吉林、
黑龙江省)四大地区(此后全文地名用简称)。

2.2 评价方法

2.2.1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建立符合地方发

展状态且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评价结果

的优劣程度至关重要。当前,农用地多功能利用研究

围绕“人的生活品质”需要,已由传统单一“吃饭”功能

延伸至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功能方面[10],更加注重

农用地功能利用的综合性与健康性;而乡村发展则从

产业集聚、生活水平、社会文明与保障、生态宜居

等[18,22]角度进行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

发展评价指标标准尚未统一,许多研究的指标确定是

参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及国

家农业现代化标准构建预选指标[23],其中多数是采

用专家打分法更新预选指标,具备一定借鉴意义但存

在某种主观性。因此,本文遵循系统间的联系性及耦

合作用机理,筛选有关研究使用次数较多的评价指

标,综合各省份的乡村人文、区位条件、经济等因素影

响,调整省际间不具可比性指标,分别从农用地多功

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系统层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两个子

系统共包含7个准则层和31个指标层。其中,农用

地多功能利用从生产、社会、生态安全3个方面选取

复合指标,生产功能层选取粮食单产水平、乡村人均

肉类产量等指标,以表征农产品供给能力和产业发

展,社会功能层从安全保障、水利建设、电力供给、资
本投入等方面选取粮食安全指数、电气化保障水平等

指标,以反映农用地社会功能的粮食安全保障程度、

公共服务水平与社会发展状况,生态安全功能层考虑

到通过对害虫的防治、水资源的利用,既有利于农业

生产又有利于生物健康与资源节约,故将林业病虫鼠

害防治率、农业用水使用程度纳入指标体系;乡村发

展则从人口水平、产业发展、生活系统、生态资源与环

境4个准则层选取复合指标,人口水平包含人口自然

增长率、乡村就业水平等指标,以表示乡村人口的流

动、老龄化程度与就业状况,产业发展包括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比重、旅游发展等指标,以表征乡村的产

业结构、机械化状况及产业集聚程度,生活系统涵盖

文化教育、医疗保障、村民文化娱乐支出与经济收入

及现代化工具使用程度等指标,以表征乡村的文明、
生活水平及社会治理与保障程度,生态资源与环境包

括乡村生态设施、绿化覆盖等指标,以表示乡村生态

基底状况与治理保护程度(表1)。
科学求取评价指标权重对于精确测度耦合协调

水平极为重要。目前,学者在指标权重确定方面主要

采用主客观赋权法,为避免人为因素干扰及单一方法

的不准确性,本文应用客观赋值法求取权重,且通过

统计分析发现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耦合系

统指标体系中的两个子系统指标间的相关性较低,难
以应用主成分分析等多元分析统计方法进行权重确

定,而熵值法的指标权重测算原理是通过信息熵的效

用价值客观求取,但是该方法存在指标权重过于均衡

的弊端,没有横向比较各指标对评价对象的作用程度,
而变异系数法具有纵向优势,则可以弥补熵值法的不

足,因此,从发挥两者的优势出发,本文首先对数据进

行标准化后分别采用客观方法中的熵值法与变异系数

法公式[24],求取指标权重,最后综合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因两种方法的科学性与对指标权重确定的作用同等

重要,故取两者的平均值),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

2.2.2 TOPISIS模型 TOPISIS模型是依据多目标

的一种评价方法,在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等领域中

被大量运用[24]。本文应用 TOPISIS模型测算中国

农用地多功能利用和乡村发展指数。为消除量化单

位间的差异,运用min-max进行归一化,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Z+
ij=

Xij-min{Xj}
max{Xj}-min{Xj}

(1)

逆向指标:

  Z-
ij=

max{Xj}-Xij

max{Xj}-min{Xj}
(2)

式中:Zij是 min-max化后的值,根据归一化结果,
测算各指标距离正负理想解的加权距离、各省份评价

得分与最优方案的贴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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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性质
指标权重

熵值法 变异系数法
综合
权重

农
用
地
多
功
能
与
乡
村
发
展
耦
合
协
调
水
平

农
用
地
多
功
能
利
用

生产功能

粮食单产水平 + 0.08 0.04 0.06
产投水平 + 0.12 0.12 0.12
乡村人均肉类产量 + 0.06 0.04 0.05
复种指数 + 0.09 0.03 0.06

社会功能

粮食安全指数 + 0.12 0.08 0.09
农林水利事务支出保障水平 + 0.03 0.09 0.06
电气化保障水平 + 0.30 0.22 0.26
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0.06 0.06 0.06

生态安全功能

林业病虫鼠害防治率 + 0.04 0.04 0.04
农业用水使用程度 - 0.03 0.13 0.08
地均化肥施用量 - 0.05 0.05 0.05
地均农药施用量 - 0.04 0.10 0.07

乡
村
发
展

人口水平

人口自然增长率 - 0.03 0.05 0.04
乡村人口比重 - 0.05 0.03 0.04
乡村就业水平 + 0.08 0.10 0.09

产业发展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比重 + 0.04 0.04 0.04
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 - 0.02 0.04 0.03
旅游接待人数 + 0.12 0.16 0.14
农业机械化水平 + 0.04 0.04 0.04

生活系统

乡村医疗保障程度 + 0.06 0.06 0.06
乡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费用 + 0.05 0.03 0.04
乡村电视节目人口覆盖率 + 0.02 0 0.01
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0.05 0.03 0.04
城乡收入比 - 0.03 0.01 0.02
乡村人均消费支出 + 0.06 0.04 0.05
乡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 - 0.07 0.09 0.08
每百户家用计算机拥有量 + 0.07 0.07 0.07

生态资源与环境

自然保护区面积比 + 0.06 0.06 0.06
森林覆盖率 + 0.05 0.05 0.05
乡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0.03 0.03 0.03
乡村人均沼气池产气量 + 0.07 0.07 0.07

  注:“+”代表正向指标,“-”代表负向指标。

    Y+
j = ∑m

i=1 wj(Zij-Z+
ij)2

    (i=1,2,…n;j=1,2,…m) (3)

  Y-
j = ∑m

i=1 wj(Zij-Z-
ij)2

    (i=1,2,…n;j=1,2,…m) (4)

  Sj=Y-
j/(Y+

j +Y-
j ) (5)

式中:Y-
j ,Y+

j 依次为指标j距离负理想解Y-
j 的加权

距离、距离正理想解Y+
j 的加权距离;wj 为指标权重;

m,n依次是指标数量和年份;Sj 是评价综合指数,两
子系统依次用f(x)与g(x)表征,其中,f(x)是农用

地多功能利用指数,g(x)是乡村发展综合得分。

2.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因子系统两者间互相关联

又彼此独立[25],为有效反映两子系统出现“双低”现象

但协调度高的状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间

的协调程度,公式如下:

 C= 〔f(x)g(x)〕/〔f(x)+g(x)〕2 (6)

 T=αf(x)+βg(x) (7)

 D= CT (8)
式中:C 为两子系统耦合度;T 为两子系统综合评价

指数;D 为耦合协调度,D∈[0,1],D 值越大表明两

者协调性越强;α,β 分别为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

发展系数,α+β=1,因两者对乡村建设一样重要,故

α和β均取值0.5。目前,学术界对于耦合协调度的分

类存在着众多差别,尚未统一标准。本文综合现有研

究[22-23],考虑研究区差异情况,将 D 分为濒临失调

(0.0≤D<0.5),初级协调(0.5≤D<0.6),中度协调

(0.6≤D<0.7),高级协调(0.7≤D<1)共4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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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空间自相关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应用GeoDa莫兰指数(Moran’sI)分析相邻省份间

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性空间集

聚程度和异质性特征,公式如下:

  
I=n∑i∑j(xi-x)(xj-x)/

∑i∑jwij(xi-x)2
(9)

式中:I是莫兰指数;n 是研究区样本量;wij是空间

权重矩阵;xi 和xj 是空间观察量;x 是空间观察量

平均值。I∈[-1,1],I 为负值时为负相关,空间发

展失衡,I为正值时为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当

I=0时不相干。

3 结果与分析

3.1 综合水平分析

2009—2018年,中国各省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

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来,中国乡村在“三农”政策

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控制建设用地任意占用农用地,盘活乡村用地,优
化农用地结构,提升用地效率,农用地多功能利用已

初见成效。从结果上看(图2),各省份农用地多功能

利用指数变化较为波动,省际差异先增大后收缩。从

各省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来看,上海、湖北、江苏

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较高,主要源于以上3个省

(市)地理环境适宜性及农业资金投入较高,具有相对

优势;新疆、甘肃是全国沙化面积较大的省份(区),广
西以“八山一水一分田”为称,喀斯特地貌突出,海南

农业基础设施差且存在产业转型、粮食生产、生态宝

岛矛盾问题,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水平较低。其次,广
东、江苏、浙江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在2014年下跌

到最低值,整体呈小“U”型变化趋势,自2013年中国

华东、华北出现大面积的雾霾后,各省份加快产业转

型发展,带来的短期不良效应对各省份调整农用地多

功能利用结构与方式的影响各不相同。此外,从各省

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的增速来看,最快的是海

南,研究期内增速达18.19%,尤其2014—2018年表

现最为明显,源于该省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农林水利

事务支出与产投比大幅增大,助推农用地多功能利用

水平显著提升,而增速最慢的是北京,主要因粮食单

产水平、粮食安全指数等个别指标值较低,该地区在

2010—2014年增速一度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现象,
推动非首都功能转移、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北京当

前发展的艰巨任务所在。从区域来看,东部农用地多

功能利用 指 数 均 值 最 高(0.364),西 部 最 低,仅 为

0.300,在空间上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与此

同时,广西、安徽、河南等中西部省份(区)有明显的提

升趋势,地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研究期内,中国各

省份乡村发展指数上升较为波动,近年来,中国以精

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为着力点,增大乡村基础设施投

入,开展村庄生态保护与修复,调整乡村发展与城市

扩张思想,乡村发展成效明显。受前期经济刺激政策

作用,各省份乡村发展指数在2009—2018年同步下

降或升高。2009年,乡村发展指数较高的区域集中在

上海(0.519)、湖北(0.512)和北京(0.500)等地,在中

国,上海、北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素有“北上广深”之
称,城市对乡村发展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强,湖北是著

名的渔米之乡,有着良好的乡村资源与生态环境,乡
村发展水平较高。2014年,受华东、华北雾霾天气的

影响,产业转型加快,对各省份的乡村产业发展影响

不一,乡村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上海、北京、江
苏、浙江4地出现短期下跌。2018年,湖北(0.522)、
广东(0.461)乡村发展指数较高,以上两个省份近些

年大力投入乡村环境治理资金,提高乡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发展沼气等清洁能源,乡村计算机使用量、文化

等娱乐休闲费用支出持续增多,乡村发展收效较大;
宁夏的乡村发展水平在全国中最低(0.200),研究期

内,其乡村发展水平在2014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
因近年宁夏在推进乡村沼气等清洁能源开发、医疗保

障上与旅游等产业发展上力度不足,乡村发展停滞不

前。从各省份(区、市)的乡村发展指数增速上看,天
津最快,较2009年增幅达到了35.83%,源于研究期

内天津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保障,植树造林,提高绿化

覆盖面积,乡村社会保障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从区

域看,中部、西部、东北省份的乡村发展指数大多处在

0.15到0.30区间,与此同时,随着精准扶贫的持续推

进,中西部乡村发展水平增长显著,较2009年增幅分别

为7.97%,16.29%,此外,东部乡村发展指数均值最高

(0.350),西部仍处在低位状态(0.228),整体呈“东部>
中部>东北>西部”的地理分布特征,表明东西部乡村

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未来还需加大西部政策及

资金等资源倾斜,以生态修复工程为契机,持续推进

东西部协调发展(图2)。
结合主成分分析法(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的特

征值为1.568且大于1,贡献率为78.406%,农用地多

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得分系数均为0.565)测度出两

者的综合水平。从各省份看,2009年,上海、湖北、浙
江等地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综合水

平较高,而较差的是山西、新疆等地,主要因山西、新
疆等地在该时期农用地多功能利用结构失衡,乡村发

展后劲不足,致使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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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出现“双低”现象。2014年,北京、浙江农用地多

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综合水平出现下降,北京、
浙江在研究期内整体呈现“U”型变化态势,由于2013
年后以上各省(市)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农用

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徘徊不前,乡村发展出现“阵痛”,
导致北京和浙江在2014年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

乡村发展水平双双下跌。2018年,农用地多功能利

用—乡村发展系统综合水平较高的是上海(0.596)、
湖北(0.567)、广东(0.438),以上3个省(市)的城市化

水平高且对乡村的溢出效应明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与村容村貌治理;与此同时,甘肃的农用地多功能利

用—乡村发展系统综合水平增长显著,较2009年增

幅达23.31%,甘肃近些年大力提高农用地产出效益,
不断推进供电、医疗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旅游

业发展,乡村风貌焕然一新。从平均值看,最高的是

上海(0.618),最低的是新疆(0.252),排名前10的省

份东部占7个,而排名靠后的省份西部比重最高,由
此可见,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综合水平

较高的主要聚集在东部,东北和中部主要属于“过渡

带”区域,低值区域集中于西部,总体变化水平与经济

发展分布地区较为相似,表明西部在利用农用地多功

能发展助推乡村发展上仍存在较大的压力。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9)182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2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

3.2 耦合协调度分析

3.2.1 时序演进分析 如图3所示,从时序上分析,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

合协调度小幅提升,其中,2009,2014,2018年耦合协

调度均值分别为0.548,0.536,0.554,表明耦合协调性

呈逐步优化趋势。

图3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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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始终从“城乡融合

发展”理念出发,以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为契机,
全面推进乡村二三产业发展,拓宽农用地发展渠道,
树立农家“绿色”品牌,促进农用地多功能与乡村发展

协同向前。研究期内,东部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一直位

于高值区,再者是中部和东北,西部一直处在低值区;
就其增速来看: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研究期内,
东部总体变化较为波动,以2014年为低值点(0.572),
整体呈小“U”型曲线,因其2013年华东、华北受大面

积的雾霾天气影响,生态环境问题凸显,产业结构转

型迫在眉睫,乡村发展出现“阵痛”;中部在2009—
2014年增长放缓,在2014年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

划纲要》的实施使得处于长江中心地带的中部省份乡

村发展提速;西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及精

准扶贫政策,发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用地多功

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相对增长较大;东北是

中国著名的农产品生产重地,具有优越的农用地多功

能利用环境,且近些年乡村发展平稳,故其耦合协调度

平均值均在0.531~0.541区间,变化不显著。具体来

看,新疆的增速最高,其次是海南、天津和湖南,北京的

增速最小,这与政府积极开展乡村规划,利用好土地政

策,盘活乡村存量建设用地,开展生态治理与修复,美
化村庄环境,拓宽乡村发展道路是密切相连的(图4)。

图4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
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3.2.2 空间动态演变

(1)空 间 格 局 演 变 与 水 平 差 异 特 征。运 用

ArcGIS自然间断点法可视化处理耦合协调度(图5)
并应用变异系数来衡量其整体均衡情况(表2)。

图5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

  从结果来看,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居于0.5
以上,且处于或高于初级协调阶段,总体呈现“东高西

低、中部以湖北为高值”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期内,
湖北、上海均处于高级协调阶段且上海的耦合协调度

最高;中级协调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江苏、浙江等地;濒
临失调区域则主要聚集在山西、内蒙古等中西部省

(区),其自然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较差。其中,2009
年,山西、内蒙古、安徽、宁夏、新疆处于濒临失调阶

段,源于该时期以上各省(区)农地多功能利用结构不

合理,产业发展转型尚未形成,环境污染治理还未明

显见效,导致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乡村发展水平

出现“双低”,协调水平较差;2014年,北京、浙江、贵
州、陕西、甘肃的耦合协调类型变化较为波动,空间格

局差异较为明显,主要因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经

济发展转型,淘汰乡村部分落后产业,对各省份乡村

发展影响各不相同,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落实具

有一定的滞后性,短时间未见成效,导致部分省份协

调程度波动较大。从空间比例来看,农用地多功能利

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类型以初级协调为主,该类型

由2009年的60.00%上升到2018年的73.33%,濒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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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则由16.67%下降到6.67%,可见上升部分主要

由濒临失调调整而来。从水平差异特征来看,2009—

2018年全国的变异系数降低了0.039,中部的变异系

数总体上在0.134上下波动,东北和西部虽有波动,
但整体分别减少了0.06,0.07。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

分异格局演变源于各省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程度与

乡村发展成效间的差距,和各地区开展的“三农”、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政策密切相关。

表2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
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异系数

年份
耦合协调度变异系数

全国 东部 中部 东北 西部

2009 0.135 0.125 0.134 0.018 0.043

2014 0.113 0.098 0.144 0.005 0.089

2018 0.096 0.085 0.122 0.012 0.036

(2)全局自相关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全局自

相关 Moral’sI指数均大于0,Z 值均大于0.05,通过

了Z值检验,可见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

耦合协调性的地理分布呈明显正相关,区域间具有一

定的空间互动。2014年前,Moral’sI 指数呈下降的

趋势,空间集聚特征有所缩减,2014年后,Moral’sI
呈上升的趋势,表明了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

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存在着一定波动,但总体上协

调水平差异在不断地缩小。

表3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

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的 Moral’sI指数计算值

年份 I P Z

2009 0.2746 0.013 2.677

2014 0.0618 0.172 0.948

2018 0.1279 0.078 1.4757

(3)局部自相关分析。根据农用地多功能利

用—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局部莫兰指数,应用

GeoDa软件绘制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图(图6)。

①高高集聚区(H-H)。2009年该类型包括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5个省(市)。2014年受北

方雾霾天气影响,山东的溢出作用不明显。2018年

在湖南新增一个高高集聚区,主要源于早些年湖南承

接广东部分产业初见成效以及近些年湖南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的积极影响。整体上,该类型范围增长不明

显,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于东部沿海,区域一体化发

展程度较高;此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农
地多功能利用结构与格局优化及乡村发展新动力获

得了契机,高高集聚区自身的耦合协调性将进一步提

升,且省际间的资本、技术等要素扩散流动带来的显

著溢出作用,将会带动相互之间的农地多功能利用与

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升高,呈现局部高值空间集聚

状态;②高低集聚区(H-L)。位于该区的省份从2009
年的北京、湖北等3个省(市)增长至2014年的8个

省(市)后缩小到2018年的4个省(市),呈下降趋势,
空间分布由东部沿海到分散在东中部再到集中于东

部沿海,较为波动。该类型区的农地多功能利用与乡

村发展耦合协调性较高,协调发展优于周边省份,表
现出极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该类型区农地多

功能利用与乡村协同发展;③低低集聚区(L-L)。研

究区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集聚

区以低低类型区为主,但该类型的省份数量由2009
年的17个减少到2018年的14个,减幅17.65%,主
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从等级上看,低低集聚区的耦

合协调水平增幅较大。因自然条件和发展历史等因

素的限制,西部乡村教育水平落后,农业社会化服务

程度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致使乡村人才队伍参差

不齐,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难以适应农业与

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一带一

路”倡议的进一步落实驱动了西部快速发展,再者,精
准扶贫以来,乡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成效显著,乡村

经济发展和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增长较快;④低高

集聚区(L-H)。2009年处于该区域的主要有安徽、河
南等5个省份,到2018年增加了2个省份,低高集聚

区省份 数 量 在2009,2014,2018年 的 比 例 分 别 是

16.67%,16.67%,23.33%,个数与比重均逐步上升,
说明高值区域溢出效应影响不明显。空间分布上,该
类型区基本分布在中西部,分布范围相对稳定,但连

片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集聚性有所显著,该类型

区是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高值

区与低值区的“中间”区,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

展的耦合协调性较差,周边耦合协调性高的省份难以

辐射到该区域,再者耦合协调性高的省份会吸纳该区

域的资金、人才等资源,造成两极分化严重。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1)中国各省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乡村

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省际间有均衡发展

的趋势,但部分省份在推动二者发展中存在着差距,
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综合水平总体变

化与经济发展分布地区较为相似,“东部>中部>东

北>西部”的空间分布特征仍未改变。具体来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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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乡村发展成效较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效益差距更

为明显,以北京、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省(市)和以

新疆、甘肃、广西为代表的西部省(区)分别存在着产

业结构转型和乡村内部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同时,

73.33%的省(区)实现了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

展系统综合水平稳定增长,但北京、浙江、广东等部分

省(市)仍存在农用地利用水平停滞或乡村发展“阵
痛”问题,增长变化波动。

图6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特征

  (2)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协调水

平已由濒临失调为主优化为初级协调类型为主,中级

协调型省份数量不断提高,两者耦合程度持续走升。
各省份耦合协调类型在空间格局上呈“东高西低、中
部以湖北为高值”分布特征,地区间差异明显,东部协

调水平较高,西部协调水平较低,中部、东北协调发展

相对平稳,同时,西部省份初级协调类型呈由分散布

局演变为集中排列的地理特征,且随着历年变化优化

趋势显著。
(3)中国各省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

耦合协调性 Moral’sI在研究期内始终保持正值,空
间集聚程度较高,相邻省份差距逐步缩小。不同集聚

区在时空变化中都显现出不同程度的扩增和缩小,其
中,东部上海、江苏、浙江为“H-H”主区域;中部江西、
安徽、河南是区域极化的“主战场”;大部分省份属于

“L-L”型且多分布于西部与东北。

4.2 讨 论

(1)东部作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应
以产业转型与乡村振兴为契机,继续发挥其经济、社
会文化、地理区位优势:①向其他区域提高资本、技
术等要素扩散流动溢出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②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快产业升级更新,着力提高

村庄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推进农用地多功能利用发

展,实现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更高质量的耦

合协调发展。
(2)中部、东北等乡村发展相对稳定的区域,应

在不牺牲乡村生态环境与粮食供给能力的前提下,处
理好粮食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应用好中

部崛起战略、东北振兴战略等政策,发挥地理优势,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寻求农用地功能多样发展新路子,
发展特色产业,延伸农产品供给产业链,进一步推动

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
(3)西部要以生态与资源为优势,把握乡村振兴

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

业转移,因地制宜,挖掘乡村内部发展动力,推进村庄

生态治理修复,发挥“山清水秀生态美”品牌效应,推
动旅游、农业等产业全面发展,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优
化村庄风貌,实现区域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

均衡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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